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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前党员的知识谱系学考察

□伍小涛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社会学教研部，贵州 贵阳 550028)

［摘 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 13 人，代表全国 53 名党员，其中知识分子党员 51 人。

从地域特征来看，这些知识分子党员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浙江、山东、直隶、广东和安徽等省份。共产主义小

组成立的地点，主要在思想开放、知识分子众多的城市，这些知识分子离开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来到流动的都

市空间，寻找新的凝结纽带，这就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创造了条件。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身份分化，可

以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个人特质等方面来探寻解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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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党校基地课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一大组织成员人数，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一是“53 人”说。这一说最早源于 1921 年 11 月董必武、李汉俊起草给
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
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
个成员。”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以后党史界多采用
这一说。胡绳说:“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 53 名党员的 12 名代表。”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
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 页。2002 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 第一卷) ( 1921—1949 ) ( 上
册)》也持这一说。二是“59 人”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则约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东
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9 页。三是“57 人”说。其依据是 1928 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其中工人四人，知识
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五十三人。”见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83 年第 5
期。四是“56 人”说，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2 页。五是“58 人”说，见中共嘉兴
市委宣传部等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第 5 页。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此次还
是选取相对权威的 53 人说来开展研究。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法租界
望志路 106 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有 13 人，代表全国 53
名党员①。对这 53 名党员进行地域特征、人际网
络和知识结构等知识谱系学考察，有助于拓宽“一
大”党史研究视角。
谱系学是西方处理历史文献的一种方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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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是起点的细枝末节，并力求由此找出起初

的卑微基础。正如福柯所指出，“谱系学就是解释
史:作为不同解释出现的道德、观念、形而上学概
念的历史，自由观念和禁欲生活的历史。要把它
们作为程序舞台上的事件显现出来”［1］P156。知识

谱系学研究触及被压迫的知识，使之从知识等级

中解放出来，“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
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
庭”［2］P8。中共“一大”前 53 名党员简要情况如
下:

表 1 中共“一大”53 名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简要情况

姓 名 籍贯 文化程度 职业 去向 姓 名 籍贯 文化程度 职业 去向

陈独秀 安徽 留日 教授 开除出党 董必武 湖北 留日 教师 副主席

李汉俊 湖北 留日 报人 脱党牺牲 陈潭秋 湖北 武昌高师 教师 牺牲

李 达 湖南 留日 教授 脱党后又加入 包惠僧 湖北 湖北一师 记者 脱党

陈望道 浙江 留日 教授 脱党后又加入 刘伯垂 湖北 留日 官员律师 脱党

沈玄庐 浙江 留日 官员 开除出党 张国恩 湖北 秀才留日 律师 退党

邵力子 浙江 留日 教授报人 退党 赵子键 湖北 湖北一师 教师 脱党

袁振英 广东 北大 中学校长 退党 郑凯卿 湖北 识字 校工 脱党

林伯渠 湖南 留日 参议 人大副委员长 赵子俊 湖北 高小 工人 牺牲

沈雁冰 浙江 留日 职员 脱党后又加入 黄负生 湖北
昙华林工

业传习所
教师 病逝

沈泽民 浙江 留日 学生 病逝 刘子通 湖北 留日 教师 病逝

杨明斋 山东 东方大学 留俄华工 肃反被杀 毛泽东 湖南 长沙一师 教师 中共中央主席

俞秀松 浙江 中师 学生 肃反被杀 何叔衡 湖南 长沙一师 教师 牺牲

李启汉 湖南 中学 学生 牺牲 彭 璜 湖南 长沙商校 学生 精神失常

李 中 湖南 中师 钳工 脱党 谭平山 广东 北大 教师 开除出党

李大钊 直隶 留日 教授 牺牲 陈公博 广东 北大 教师 脱党汉奸

张国焘 江西 北大 学生 叛党 谭植棠 广东 北大 教师 脱党后又加入

邓中夏 湖南 北大 学生 牺牲 李 季 湖南 北大 翻译 开除出党

高君宇 山西 北大 学生 病逝 王尽美 山东 山东一师 学生 病逝

何孟雄 湖南 北大 学生 牺牲 邓恩铭 贵州 中学 学生 牺牲

罗章龙 湖南 北大 学生 开除出党 张申府 直隶 北大 教授 退党

刘仁静 湖北 北大 学生 开除出党 周恩来 江苏 中学留日 学生 国务院总理

范鸿劼 湖北 北大 学生 牺牲 刘清扬 直隶 直隶女师 教师 脱党

缪伯英 湖南 北京女师 学生 病逝 陈公培 湖南 金陵大学 学生 脱党

张太雷 江苏 北洋大学 学生 牺牲 赵世炎 重庆

北京高等

师范学校

附属中学

学生 牺牲

李梅羹 湖南 北大 学生 开除出党 施存统 浙江 留日 学生 脱党

宋介 山东 中国大学 报人 汉奸 周佛海 湖南 留日 学生 脱党汉奸

陈德荣 广东 北大 学生 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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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简要情况可以看出，除郑凯卿和赵子

俊外，中共组织成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知识分
子占了总数的 96%多。用知识谱系学来分析中共
“一大”前的组织成员是可行的，而且有助于产生
新的学术成果。

二、地域特征是知识分子党员来
源的重要解释因素

正如列宁所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
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

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用其他社会关系的发

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
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
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

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3］P459地域特征与知识分子
党员的形成有非常重大的关系。
从籍贯来看，湖南最多，有 15 人; 其次是湖

北，有 13 人; 浙江有 8 人; 广东有 5 人; 直隶有 3
人;山东有 3 人; 安徽、江苏、重庆、江西、山西、贵
州各有 1 人( 其中贵州籍邓恩铭 16 岁就离开家乡
投靠叔父黄泽沛，地域特征分析时以山东为统计

对象) 。
这些省份，正是鸦片战争以后，港口被迫对外

开放的省份。广东的广州 1842 年被迫对外开放，
汕头 1858 年开放; 浙江宁波 1842 年开放，温州
1876 年开放，杭州 1895 年开放;湖北汉口 1858 年
开放，宜昌 1876 年开放，沙市 1895 年开放;直隶天
津 1860 年开放;山东烟台 1858 年开放; 安徽芜湖
1876 年开放; 江苏南京、镇江 1858 年开放，苏州
1895 年开放;重庆 1895 年开放;江西九江 1858 年
开放。湖南虽然没有港口开放，但湖南紧邻广东、
湖北，也较早地被国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活动所

影响。
港口开埠通商，一方面，使这些省份的经济结

构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张国焘在《我
的回忆》中说:“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
起来，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

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
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

的观念。”［4］P17 － 18

对新事物的向往，促使传统的读书人去新式

学堂寻求西方新的知识。“一大”前的知识分子类
型的组织成员大多有这样的经历。毛泽东曾对斯
诺说到:“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
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
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
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
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
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5］P112新式学
堂的开办促使一些传统的私塾生完成了向近代新

兴知识分子的转变。
另一方面，“条约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近

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和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他们由于家庭贫困等原因退出科举考试而
走向上海等开放城市，作为企业经营者或新闻记

者而从事这些新的职业。……条约港知识分子们
发现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诸制度，
尤其是政治制度( 特别是议会制) 和教育制度( 特

别是学校教育制度) 。他们认为议会制实现了‘君
民一体’，加强了国家的团结; 学校教育制度则培
养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人才。在他们看来，中国缺
少这样的制度。因此，他们断言为了实现与西方
同样的‘富强’，制度改革很有必要，包括议会制的
引进。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方案。”［6］P14 － 15其代

表性人物主要有王韬、郑观应及后来的严复、康有
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
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影响着正

在形成的新兴知识分子。陈独秀这样写道:“在家
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

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

罢了。……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
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

觉昨非而今是。”［7］可以说，“一大”前的知识分子
党员大部分直接接受过或间接接受过条约港知识

分子的影响，甚至有的直接在条约港接受新的知

识，受到“条约口岸”特殊文化的熏陶。邵力子就
是其中一位。1902 年他来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就
学。在那里，他广泛地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
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原著及《时务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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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感兴趣的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和当时能看
到的《群学肆言》部分译文。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
一些改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那时，求进步的
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
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

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

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
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

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

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
国。”［8］P1469 － 1470

这些知识分子相对聚集在若干个大城市中，

在全国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活动中心，如北京、天
津、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和济南。
北京，是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治统治中心，

1917 年以前，知识分子虽然多但十分保守。“大多
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师听讲，年考及格，有

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 或以学校为书

院，暧暧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9］P159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进行改革，采“兼容并
包”之方针，延请一批优秀人才进京，并将《新青
年》刊物迁到北京。知识界才开始活跃起来。“于
是辩论会，各种学科研究会又多组织起来，大家兴

致非常好，在课余又编辑刊物，进一步介绍新学

说、新思想、批评研究，层出不穷，学校风气为之一
变。”［10］P86这些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派别有多种，据北京共产主

义小组汇报，“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可以大体上分
为三派: 1、民主主义运动; 2、基尔特社会主义; 3、
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
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
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混乱不堪的思想，
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

物”［11］P3。北京，成为全国知识分子重要活动
中心。
天津知识分子受北京的影响，也很活跃。

1919 年 9 月 16 日，天津学联的男学生和天津女界
爱国同志会的女学生一起创办了觉悟社。“该社
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

奋斗、觉悟的青年。”［12］P55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
星”。觉悟社的成员“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
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
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
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
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13］P553。天津也成为知识
分子活动的重要场域。
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同时也是

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各种思潮在这里交汇。据
董必武回忆: “我们四人差不多天天见面，……由
汉俊介绍的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
造》、《新潮》等，我们虽然看不甚懂，也勉强地去
看。杂志里面有的谈哲学，有的谈文艺，有的谈社
会主义。我们看中、日两国的杂志，觉得当时有一
个共同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

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就
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

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14］P34同时，上海又
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在 1910 年代的
上海，有 500 多所新式中小学。［15］P106 － 107而且，源源

不断的知识分子来到思想开放的上海。1920 年 3
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的施存统，因内讧而失

望后，与俞秀松来到上海，原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

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
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
如投身工厂!”成为 《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
员。［16］P408因此，上海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
子活动中心。
广州，尽管也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知

识分子也比较多，但由于广州是革命与反革命争

夺的区域。每当革命退潮后，便带来一段黑暗时
期。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写道: “去年，这里没
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

的人。……当时广州是广西人的管辖下，他们残
暴地镇压各种运动，而这时我们又有财政上的困

难，因此，没有任何进展。”［11］P31920 年秋，一批从
北京接受新知识新思潮的知识分子如陈公博、谭
平山、谭植棠等回到广州后，决定创办《广东群报》
宣传新文化，改造旧社会。报纸发行后，“获得社
会一般的拥护，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在我们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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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总目标之下，工
会、学生会、妇女会相继组织起来了。由广州到各
县相互联系响应，‘广东群报’就成为当时广东各
地群众运动的领导者”［11］P106。特别是 1920 年冬，
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

会委员长后，广州的知识分子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长沙，向来是维新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阵地。

在这一优良传统的影响下，长沙的知识分子也很

活跃。1918 年 4 月，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
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新民
学会的活动，总的说有三项: 一、思想革命; 二身心
锻炼;三、革命实践。……在新民学会阶段，当时
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探讨、研究了思想
方面与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有时为了弄清一个

问题，讨论竟达一百五十次之多。”［17］P498新民学会
成立时，尽管人数很少，只有 13 人，但都是长沙知
识分子的骨干，他们联合长沙学生举行罢课，声援

北京的五四运动，并创办《湘江评论》，举行赴法勤
工俭学运动和“驱张运动”。长沙，成为湖南知识
分子活动的重要中心。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地。早在辛亥革命

前，武汉的知识分子就成立了日知会、科学补习
所，宣传革命。辛亥革命后，武汉知识分子继承了
先辈“救亡图存”的传统，建立了武昌仁社、利群书
社、武昌工学互助团、高等师范励学会、高等师范
党社、女子生机班、女子实业社等政治团体，并创
办了《武汉星期评论》、《新声》、《向上》、《端风》等
刊物。武汉的知识分子活动在全国很有影响。一
刊物说道: “他( 《武汉星期评论》) 底体例，同《每
周评论》虽有多少不同，他底精神却或者过之①。
武汉是再黑暗不过的地方。主撰者都是青年，而
竟能本着初衷一下一下地清道，真不能叫人惊

倒。”［18］P34五四运动时，武汉的知识界也很活跃:
“5 月 11 日，武汉 15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
2000 多人在美国教会学校文华大学集会。他们讨
论了支持北京学生的必要策略，决定对北京政府

的外交政策提出抗议。”［19］P136武汉成为知识分子

活动的重要场域。
山东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突出地，这就

迫使知识分子起来救亡图存。1919 年山东省议会
议员王乐平在济南大布政司街他的私宅外院办了

个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宣传新思想和新文

化。齐鲁书社是当时山东最早的一处新的思想文
化阵地，它吸引着大批知识青年到这里购书、阅
读，他们多是济南各校爱国学生。王尽美和邓恩
铭等人都是这里的热心读者。济南成为山东知识
分子活动的中心。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济南地域
特色各异，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各异。北京影响最
深、上海范围最广、长沙最彻底，济南规模最小。

尽管如此，但充分表明刚形成的新兴知识分子就

已经觉醒起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又给觉醒
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曙光。随着“国家的情况
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
了，增长了，发展了。”［8］P1470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
左转，接受社会主义，成为中共早期共产党成员。

三、知识分子党员通过组建和参
加各类组织来开展活动

这 51 个知识分子党员隶属于不同的共产主
义小组②，其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5 人:陈独秀、

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

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
中、沈泽民;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3 人: 李大钊、张
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
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武汉
共产主义小组 8 人: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
秋、包惠僧、赵子健、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共产主
义小组 3 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共产主义
小组 5 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袁振英、李季;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2 人: 邓恩铭、王尽美; 旅法共

①

②

句子中的“底”相当于“的”，原文如此，笔者注。
袁振英先后加入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陈公培先后加入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

小组，因此，他们的名字在小组统计名录上出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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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小组 5 人: 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
扬、周恩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2 人: 施存统、周佛
海。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在转
型时社会里，人们赖以生存的旧社会的社会组织

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这
时，人们不仅失去了心理和情感方面的依托，而且

也丧失了经济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社会要维
持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提供新的组织形式，即社会

重组，为人类心理情感以及经济生活提供新的依

托。［20］P215 － 216这 51 个知识分子党员所处的时代，
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
这 51 个党员除了陈公博等少数几个出生在

城市外，大多出生在乡村。不管城市还是乡村，他
们基本上处于差序格局中。根据费孝通的解释，
差序格局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络，“我们社会中最重
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

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
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
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
人物”。这个差序格局“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
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

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1］P26 － 27。维持
这种差序格局的是传统的儒家礼制。51 个知识分
子党员基本上读过私塾: 陈望道读了 10 年、陈公
博读了 6 年、邓恩铭读了 4 年、王尽美读了 4 年，
等。有的甚至还得过秀才，如陈独秀、何叔衡和董
必武等。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讲究
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伦理。关于少
时所受传统教育，陈独秀有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
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
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

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
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是《左
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三礼’的重要，否
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22］P25同时，他们也接受了
小传统教育。小传统是相对儒家伦理大传统而言
的，指的是各种舞台戏、地摊戏、说唱艺术及民歌
( 谣) 、俚曲、故事、传说、童谣和民谚等。［23］P16毛泽
东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籍

后，产生了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他说: “我继续
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
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
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
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
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
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

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

们种田。”［5］P109从某一程度上讲，小传统教育促使
了知识分子反叛正统社会，这是促使知识分子党

员形成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一方面，切断了传统
士人的上升路径，使得士不得不离开乡土差序格

局进入现代都市谋求职业。“学生者，又不能不谋
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蓄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
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
流 以 向 政 治 之 一 途，仰 面 讨 无 聊 之 生

活。”［24］P426 － 427周恩来“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
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
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

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12］P6 － 7他所说

的就是这一情况。另一方面，正统的儒家意识形
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乡土社会差序格

局的思想基础遭到了动摇。到新式学堂、到现代
都市学习西方知识成为时代的主流。1913 年年龄
已经 37 岁的“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何叔衡毅然
放弃私塾的教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
校长陈夙荒问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

时，他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
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

想为国为民出力。”［25］P21而像何叔衡这样向往新学
的知识分子当时不在少数。一刊物这样说道:“自
辛壬之间，尉厉游学，明诏皇皇，青衿之子挟希望

来东游者如鲫鱼。”［26］

这些知识分子，从社会地位来看，被称为边际

知识分子或边缘知识分子。金兆基说:“每一个近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接触并欣赏西方文化

时，就多少具有边际人的性格。”［27］P11这些知识分
子由于脱离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始发纽带”，普遍
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周佛海哀叹:“没有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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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非常忧郁; 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
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

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 如果找不到职

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 哪怕你志气比天还

高，哪怕你野心比海还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

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 唉! 生活、生
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

杰，志士仁人。”［28］P41 － 43因此，出于生存的需要，这

些知识分子会产生建立组织和学会的需求。
1915 年 9 月，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
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
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
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
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看到启事，当
即回信约见。［29］P20当时全国有许多知识分子的组
织，比较著名的有 1917 年 10 月恽代英在武昌组
织的“互助社”，1918 年 4 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
衡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1918 年 7 月李大钊、王
光祈、曾琦在北京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18 年
10 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为骨干
的国民社，1918 年 11 月傅斯年、罗家伦发起的新
潮社，1919 年 2 月匡互生、周予同组织的工学会，
1919 年 3 月邓中夏、廖书仓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
团，1919 年 9 月周恩来、刘清扬发起的觉悟社和
1920 年 11 月山东济南成立的励新学会等。
互助社是 1917 年 10 月恽代英、黄负生、洗百

言等人商量成立的。［30］P96从章程来看，互助社，像
新民学会开始一样，也是一个品德修养和队员互

相帮助的组织。刘仁静因“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
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

道。”恽代英等人帮助他“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而
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31］P412、351但在社会激烈剧
变的转型时期，互助社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恽
代英号召社员关心国家。他说: “今天我们的国
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

民。我们立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
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30］P98

少年中国学会，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

彩。王光祈后来在谈到该会发起的原因时说:“盖
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

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

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
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32］P219 － 220因此，学会的宗

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
中国’”［32］P220。
知识分子团体和组织从提升自我修养向改造

国家改造社会的转变，为知识分子各种思潮的接

受和知识分子的分化创造了条件。当时的思潮很
多，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
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平民教育和马
克思主义等。而知识分子也分化为民族主义派、
民族民权主义之渐进派、自由主义派、无政府主义
派、基尔特社会主义派、新村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
派。正如有人所指出:“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
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

面左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

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19］P332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促进了一些知识分子开

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来观察国家命运，于是出现

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主要有李大钊、
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十几人
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汉
俊、李达等人组织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王尽
美、邓恩铭成立的山东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等。而原先的新民学会、互助社、觉悟社也迅速左
转，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在全国形成了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网络。联系和领导
这一网络的人物主要是陈独秀。陈独秀由于是新
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五四运动的旗手，因此，这些

马克思主义组织都受着陈独秀的影响或在陈独秀

的领导或帮助下进一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李大钊与陈独秀商量

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直接

组织起来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得到了陈独秀的

帮助。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说道:“陈先生
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
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

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4］P117武汉共产主
义小组也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据包惠僧回忆:

“同年( 1920 年) 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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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

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33］P16广
州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直接建立的。“大约在
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独秀邀约谭平山、陈公博、
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

广东小组。”［4］P121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王尽美、邓
恩铭等通过罗章龙等人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取得

联系，并在其指导下筹建的，故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间接也受了陈独秀的影响。因此，陈独秀成为共
产主义组织网络关键性人物。
这一共产主义组织网络的建立，正如张国焘

所说:“中共的发起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
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

的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
神，也继承着五四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织作

风，因而能不重蹈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

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

现。”［4］P122

四、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党员的
分化

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游”
的，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
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

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附属于任何阶
级的”［34］。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否已成为一个
阶层，尚需学术考察，但是，可以从群体的视角来

分析审视这些人。
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知识分子群体又可粗

略分为不同的层次( 上层、中层、下层的称谓在严
格的学术意义上尚有待商榷，但有助于对知识分

子进行分类研究) 。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中，留学英
美的知识分子尽管人数不多，但由于大多是官派

留洋者，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政治思想相

对比较保守，属知识分子的上层。留日知识分子
相较留学英美知识分子来说，除少数官费外，基本

上是自费的，属于知识分子的中层。国内一些高
等学府的学生也属于这一层。这一层知识分子经
济地位最容易发生变化，思想最容易动荡。师范

生和一些中专学校的学生，家境比较贫寒，具有革

命性，属于知识分子的下层。［35］

中共“一大”51 个知识分子党员，没有一人留
学英美，这说明参加一大的党员基本上是知识分

子的中下层。陈公博在“一大”后，官费赴美留学，
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如他自己所说:“我最先发觉
的就是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

确。……第二个发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
……第三个发觉，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
的观察。……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固然不赞
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赞成亚当斯密的自由

主义，我深深感觉在今日的中国舍民生主义实在

无法可以建国和复兴。”［36］P231 － 233思想上彻底脱离

共产党，甚至后来成为中国第二号汉奸。这也表
征着成为知识分子上层后的政治思想的保守性。
知识分子中层在“一大”前的 51 个知识分子

党员中占绝大多数。从前面的表中可以看出，“一
大”知识分子党员属于中层的有 36 个，占总数的
70%多。他们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
望道、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袁振
英、沈泽民、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
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
羹、陈德荣、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刘子通、谭平
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张申府、刘清扬、周恩
来、施存统和周佛海。
从表中他们的去向来看，这些中层知识分子，

有的为革命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在新中

国担任重要职务，有的脱党，有的成为托派，有的

甚至成为大汉奸。这固然与他们的家庭背景、人
生际遇、性格特征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知识分
子特质相联。关于知识分子特质，邓中夏曾精辟
地论述过。他说: “可惜他们本来没有经济的基
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
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们富有浪漫，自

由，无政府各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

大病。”［37］这种特质，在知识分子中层表现得尤为
明显。
十月革命爆发后，这些知识分子中层看到了

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苏俄革命的力量:“因为廿世纪
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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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

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
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

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群众运动的中间，历
史上残余的东西，……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
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
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
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
了! 自由的曝光现了! 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

的世界!”［38］P104因此，这些知识分子中层大都主张
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董必
武回忆道: 当时，“我和张 ( 国恩) 、詹 ( 大悲) 、李
( 汉俊) 在这种形势下，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

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

众”，但是，旧的革命方法行不通，“应改为一种能
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39］P504。
中共“一大”召开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

展和后来革命高潮的低落，这些知识分子中层政

治、经济地位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思想也随着发
生改变。
首先，就周佛海、张国焘、沈玄庐和江介来讲，

他们出身没落官僚和地主家庭。这样的出身，促
使他们更易依附权势。周佛海说:“我当时抱负不
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

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做一个单纯的文人，
因此，我感觉到是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
价值和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28］P26因此，
1924 年 6 月，周佛海先应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之请
回到广州，在宣传部任职，又被邹鲁聘请为广东大

学教授。戴、邹不仅解决了周佛海因即将毕业面
临的“焦急万状”的就业问题，并且予以高薪，这不
得不使周佛海依附戴、邹，成为“戴季陶主义”的吹
鼓手。沈玄庐和江介的情况，与周佛海极为相似。
周、江成为汉奸，沈玄庐脱党乃是依附权势使然。
张国焘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一旦失势，心里颇

不平衡。正如他自己回忆: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
到新居，我的心情又极大的变化。我独自隐居在
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于山水

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眼旁观。在中
共的舞台上我名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

了。……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
延安。”［40］P361 － 428于是在 1938 年，他投靠国民党，
成为中共的叛徒。从思想上说，周佛海、张国焘、
沈玄庐和江介属于知识分子中层的右翼。
其次，就李大钊、邓中夏、林伯渠和周恩来等

人来讲，不管生死、不管荣辱、不管地位高低，一生
为共产主义事业义无反顾，就是认定了无产阶级

是最先进的阶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
这样说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
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

不暇计。”［41］P719周恩来在信中也说过同样的话: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
宣传奔走。”并附诗一首言志: “壮烈的死，苟且的
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哪来收
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

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

事?”［42］P46 － 47他们属于知识分子中层的左翼。
最后，就陈独秀、刘仁静、谭平山等人来讲，他

们尽管服膺社会主义革命，但对于无产阶级的作

用和斗争的艰巨性是估计不足的。陈独秀在《中
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指出: “工人阶
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

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况说起来，是因
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

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
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

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43］P564“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

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

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

念。”［43］P561因此，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放弃无产
阶级领导权，迎合资产阶级。这就是后来陈独秀、
刘仁静成为托派，谭平山、邵力子、沈雁冰等人脱
党退党的重要原因。刘仁静曾这样检讨道:“当时
我恰恰处在没有正确总结的条件、只有自由思考
的条件的特殊情况下，这就使我的一系列主观因

素，诸如主观自信、思想偏激、脱离实际等都充分
发挥作用，使我把错综复杂的斗争简化，把这样那

样的矛盾绝对化，使我迷惑、苦闷、钻进牛角尖，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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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终于偏离正确思想轨道，倾向

托派了。”［44］陈独秀、刘仁静、谭平山属于知识分
子中层的中翼。
至于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的脱党，表

面上看是与陈独秀有意见分歧和不满陈独秀的独

断专行作风。李达在自传中写道: “我心里想，像
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

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
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发可脱党
的决心。”［45］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特质习性使然。
李达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归纳起来，小资产
阶级意识过于浓厚，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
是当年离开组织的总原因。”［46］P105罗章龙和李梅
羹成立“非委”，从某一程度上讲也是小资产阶级
意识作怪。因此，由于知识分子特质，对其人生选
择的重要影响，36 个中层知识分子党员严重分化。
从表一可知，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王尽

美、邓恩铭、俞松秀和彭璜等人都毕业于师范学校
或初级中专学校，属于知识分子下层。他们家境
一般。何叔衡曾对他女儿说: “我读了书，我的两
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几乎一天书也没有
读，都是文盲。我是靠你们几个伯伯叔叔的劳动
才读成书的。书都由我一个人读了。”［47］由于师
范学校的学生一般免交学费，并由学校给以膳费

及杂费，因此，师范成为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贫穷

学子求学的最好场所。毛泽东曾对斯诺说:“那时
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

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
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
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
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

优点:不收学费，缮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
我投考……三个人都录取了。”［5］P120根据 1912 年
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规定:“爱国家、尊法宪，为
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

国民之职分。”“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
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

而勿为分利之人”［48］P428等。因此，师范教育的教
师大部分是由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担任。毛

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就是受了老师杨昌济的影
响，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毛泽东回忆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
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
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

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

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5］P 122而

且，师范生毕业又面临就业难的问题。蔡和森湖
南一师毕业后，竟连个小学教员的职位也找不到，

他想找一个私塾性质的“乡馆”安置下来，又希望
落空。这使蔡和森深深地感到: 这种失业绝不是
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不从
根本上改造社会，失业问题以及其他种种问题，都

无法解决。［49］P29基于上述，师范生最容易反叛社
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可以说，中国二十世纪的革
命，师范生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一大知识分子
党员中师范生基本上是坚定的革命者。

五、结语

20 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运动，固然是无产阶级
壮大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但起领导作用的

还是知识分子。这主要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
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

必须依靠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工人虽然是先进

生产力的代表者，但文化素质方面的相对落后，也

直接决定他们不能充分反映自己的政治诉求; 而

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世继绝
学，为万世开天平”的优良传统、对社会敏锐的观
察力及对新知识的熟练掌握从而充当了时代的代

言人。正如施存统所说: “学生本身，本是没有什
么力量; 然而一加入其他团体之中，就很有力量

了。学生因为环境比一般无产阶级和兵士好，所
以就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也便容易

为社会牺牲。”［11］P280中共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革命
运动，从某一种程度上说，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发起

和领导的。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由于家庭背景、知识背

景和人生经历各异，中共知识分子党员发生分化

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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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形成整个阶级的”，介
于“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一种中间分
子”。是一种“可以为革命所用，亦可以为反革命
所用”的“游离势力”［50］。这说明，中共对知识分
子党员的分化有着充分的认识。一大强调指出:
“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
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

义精神教育他们。”［51］P9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后
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而中共

“一大”知识分子党员在后期人生轨迹上的分化，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
基于知识谱系学对中共“一大”前 53 名党员

作分类剖析，有助于我们既看到历史现象的外在

表现形式，还促使我们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运用跨

学科知识来探寻这些历史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各种

解释因素，这对推进中共历史的纵深研究，是一种

可借鉴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2］〔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列宁全集:第 3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M］．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J］．新青年，1916( 2) ．

［8］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五四运动文选［Z］．上海:三联书店，1959．
［10］蔡元培先生纪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金冲及．周恩来传(一)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3］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A］．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4］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15］Mary Ninde Gamewell． 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1916) ［M］． Taib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1972．
［16］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 1990 － 2002［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7］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A］．新民学会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陈乃宣．陈潭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9］〔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0］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2］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3］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4］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5］杨青．何叔衡［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26］文诡．非省界［J］．浙江潮，1903( 3) ．

［27］罗荣渠．中国现代化历程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8］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A］．往矣集［C］．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 :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0］张羽，铁凤．恽代英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
［31］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78 ·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5 年

［32］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A］．张允候．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C］．上海:三联书店，1979．
［33］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4］Mannheim，K． Ideology and Utopia，Intruduction to the Socialogy of Knowledge［M］． Ｒoutledge and Kegan Paul，London，

1979．
［35］伍小涛．从边缘到主流:中国知识分子百年心路历程［J］．文化中国(加拿大) ，2007( 1) ．
［36］陈公博．我与共产党［A］．寒风集(甲) ［C］．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
［37］中国工人［N］． 1924 － 11 － 02．
［38］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A］．李大钊全集:第 3 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9］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0］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41］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42］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3］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4］刘仁静．往事漫忆［J］．人物，1996( 2) ．
［45］李达自传［J］．党史研究资料，1981( 2) ．
［46］宋镜明．李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7］何实山，何实嗣．忆父亲何叔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后———从“穷秀才”到“一大”代表［J］．新湘评论，1981( 7) ．
［48］宋恩荣．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9］中共双峰县委员会．蔡和森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50］齐鹏飞．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探索［J］．中共党史研究，1992( 3) ．
［5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An Inquiry into the Knowledge Genealogy of the CPC Members
before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WU Xiao － tao
(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Ｒesearch on Sociology，Party School of

the CPC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Guiyang，Guizhou 550028，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13 representatives in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and they represented the 53
CPC members，including 51 intellectuals，all around the country． Seen from the geological distribution，these in-
tellectual CPC members were mainly from Hunan，Hubei，Zhejiang，Shandong，Zhili，Guangdong，Anhui，etc． The
communist groups were mostly established in cities with open social atmosphere and enough intellectuals． These
intellectuals left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for the urban spaces of mobility，
seeking new ties of connections． This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groups．
Finally，the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arty members; knowledge gene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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